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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环保支出提升城市碳排放
绩效的机制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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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评估财政环保支出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是科学治理环境的前提。基于2011—2021年中国

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距离函数的序列参比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SequentialMalmquist-Lu-

enberger,SML)对城市碳排放绩效进行准确测算,就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进行

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环保支出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该结论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

验。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环保支出对南方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较高城市、财政透明度较高城市、研发投入

强度较高城市和政府环保注意力较高城市的碳排放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财政环保

支出能够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两个渠道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

本地财政环保支出可以显著改善周边城市碳排放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为地方政府优化财

政支出结构以推进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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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1]。在现行的

财政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生态环境领域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但环保资金的

支出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宝贵的财政资金来之不易,强化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可以让有限的生态环

保资金发挥更大的环境效益。碳排放绩效是指产生碳排放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期望产出,

其提升反映了生产率的优化和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新时代的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

的国家,碳排放绩效也得到有效改善。财政环保支出通过壮大环保人才队伍、投资环境治理项目等途

径提供环境公共服务[2],这势必会对市场主体的环保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碳排放绩效。那么,财
政环保支出能否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 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财政

环保支出与城市碳排放绩效之间的关系和机制,而且有助于为地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提升碳

排放绩效提供可靠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碳排放绩效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是环境领域研究的焦点。碳排放绩效测度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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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两类。单要素主要采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碳排放绩效[3],考虑到单一指

标难以衡量整个复杂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衡量碳排放绩效得到学者们的广

泛使用[4-5]。学者们就碳排放绩效的决定因素展开了深入考察。一方面,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因素

出发。现有研究认为绿色技术创新[5]、互联网发展[6]、创新人才集聚[7]对碳排放绩效具有正向激励作

用,而自然资源丰裕[8]、地方经济增长目标[9]等因素抑制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此外,张建等得出数字

经济对碳排放绩效正向影响具有非线性递增的结论[10]。另一方面,外生政策冲击可以较好地处理内

生性问题,更加客观识别出政策的经济效应或环境效应。有研究证明省级开发区升格[3]和高铁开

通[11]能够成为提升碳排放绩效的动能。

已有文献就财政环保支出的影响效应作了广泛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财政环保支出作为激励

型环境规制手段,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12],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量[13],相邻地区间还表现出相互模

仿的策略性互动行为[2]。从中观层面来看,财政环保支出不仅能够降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环境污

染[14],还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实现雾霾治理[15]。除了直接探讨财政环保支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

之外,还有学者探讨了财政环保支出的经济效应。马荣等基于中国长三角城市数据研究表明,财政环

保支出明显促进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高质量发展[16]。杜俊涛等采用地理坡度、年降雨量和寺庙数量

缓解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证实了财政环保支出能够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17]。从微观层面来

看,财政环保支出日渐成为加快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支撑[18]。唐大鹏等从财政环保补助视角,探讨

了财政环保支出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19]。总体来看,鲜有文献揭示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

效的影响,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探讨更为匮乏。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首先,较新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文献基于省级层面探讨碳排放绩

效的制度成因,本文从地级市层面探究财政环保支出的作用,廓清财政环保支出与城市碳排放绩效之

间的理论逻辑,拓展碳排放绩效的研究视角。其次,明确的作用机制。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和数字经

济发展两个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作用机制,为更深入地理解

碳排放绩效提升的驱动因素提供新的思路。再次,完善的回归设计。本文采用混合距离函数模型

(EBM)测算效率,有效兼顾径向与非径向两种方法的优点,较为准确地测度决策单元效率,为经验分

析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从区位特征、产业结构等多个角度揭示财政环保支出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异

质性效应,为强化环保资金预算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参考,夯实此类城市的经济低碳转型步伐。同时,

从多个维度综合评估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搭建区域协作体系提

供实践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分析

财政环保支出能够对城市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首先,财政环保支出有助于强化环保意识。

根据信号理论,加大财政环保支出会释放加强生态环保的政策信号,激励资本投向绿色低碳行业和企

业。财政环保支出能够发挥资金的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和优质人才等向节能、环保等绿色领域倾

斜[19],鼓励城市居民养成绿色生活习惯,带动绿色消费,实现减碳与经济增长双赢。其次,财政环保

支出有利于加快节能改造。政府给予企业相应的节能环保资金补贴,既能鼓励企业自主完成环保设

备与设施的技术改造,又能激励企业购买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原料以及高科技产品,推进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进而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再次,财政环保支出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根据外部性理论,碳排

放具有强负外部性,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因而需要政府介入。财政环保支出可以改善区域内环境

监测设备,助力环境行政监管、环保执法等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强化碳排放超标的处罚效率,倒逼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从而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1。

H1: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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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机制

财政环保支出能够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一是提高创新意愿。在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一定情况

下,环保资金涵盖的绿色技术研发补贴可以缓解创新活动的筹集资金压力,合理降低创新成本提升盈

利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意愿与动力。二是凝聚绿色共识。长期以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保护以及居民觉察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力推动全社会凝聚更广泛的绿色发展共识,促
使环保资金优化配置,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流入绿色低碳领域,激励多元创新主体发挥专业优势并奋

力投身绿色技术创新。三是释放政府效能。地方政府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其财政环保支出除了用于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还需要争夺其他城市的创新人才、绿色资本等生产要素来驱动经济增长。兼顾多

维发展目标的地方政府会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出台配套的金融、人才发展等政策,支持绿色技术

创新。
与此同时,绿色技术创新为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提高产

品附加值。绿色技术变革引致创新补偿效应超过污染治理的内部成本,将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赢
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其塑造的品牌价值持续激励企业担当环境社会责任。市场主体寻求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增加绿色低碳产品数量和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选的绿色低碳产品,这不仅

可以满足城市居民对绿色生活的需求,还可以增加城市期望产出。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可以减少

生产与生活带来的碳排放。绿色技术迭代更新,提升了企业更新生产设备与生产工艺的速度,及时转

变城市粗放型增长模式,迅速推进光伏、风电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在不降低产值的情况下减少碳排放,加速碳排放绩效的提升[7]。绿色技术亦能有针对性地治理汽车

尾气、家庭消费碳排放等各类生活污染源,实现生活消费低碳转型。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2。

H2:财政环保支出可以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
财政环保支出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一是执行环境标准。地方政府重点支持高附加值且环保

的优质企业,而污染严重或不达标的企业在获取政府环保资金上不占据优势,容易倒逼该类企业加快

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并规模化生产便民利企数据产品,进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20]。二是挖掘优质资

源。财政环保支出有利于营造绿色低碳发展的良好氛围,促进就业、投资、消费和环保等政策联动,持
续完善绿色基础设施,切实保护区域生态功能并创造性地转化为优质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文旅企业

入驻,丰富拓展信息技术应用场景,进而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能。三是激活共享经济。财政环保支出

能够优化资源利用方式,激活社会存量资源,引导存量资源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这时共

享单车、共享民宿等共享经济模式层出不穷,企业也会抓住时机降低数据共享和数据流通的成本,这
种共享效应推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并且,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碳排放绩效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第一,重塑消费模式。数字经济发

展能够广泛宣传“双碳”目标及其具体要求,多渠道提升城市居民节能环保意识,带动“无纸化”工作方

式、在线缴费等快速应用,促进绿色低碳消费,有效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第二,拓宽市场范围。互联

网平台可以对接用户与生产者,并依托大数据分析推进生产要素的高效匹配,降低资源投入与消耗,
从而实现经济低碳转型[21];数字经济发展能驱动新业态与新模式的形成,构建绿色消费数字平台,打
通产供销低碳链条堵点,精准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拓宽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22]。第三,
助力环境治理。遥感测量、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能够迅速整合不同系统、部门和企业各自碎片化的环境

数据信息,这有助于环境监管部门及时掌握碳排放数据并据此进行碳排放管理,也便于企业根据现有

生产合理科学制定碳减排行动方案,进而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3。

H3:财政环保支出可以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
(三)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

财政环保支出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改善邻近城市碳排放绩效。其一,经济关联效应。财政环保

支出有助于增加本地环保企业和绿色投资者的数量,在外部范围经济的作用下,会引起企业和投资者

向周边地区扩张,带动周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其二,示范效应。节能环保相关的财政政策能够

通过信息交流、技术外溢等途径对关联地区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环保治理经验也会随着官员流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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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外溢效应。低碳转型“后进”地区通过对优势地区节能降碳工作经验做法的借鉴和学习,加强对

环境领域的治理,逐步优化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本地经济低碳化[5]。其三,竞争效应。财政环保支出

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会带来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持续改善,这种良好效果促使其他城市制定合理的节能

环保政策,适度增加环保预算并实施碳减排行动,实现地区间的良性竞争。当然,周边地区削减碳排

放可以降低本地经济发展成本,削弱本地政府绿色投资的动力,使得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

具有负向溢出效应。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效应取决于正向溢出和负向溢出这两种

效应的相对大小。由此,提出如下假设H4。

H4:财政环保支出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周边城市碳排放绩效。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研究财政环保支出是否能够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构建如下模型:

Cepit=α0+α1Feeit+α2Xit+μi+θt+εit (1)
其中,Cepit代表城市i在第t年的碳排放绩效,Feeit代表财政环保支出,Xit表示城市层面控制变

量的合集;μi和θt分别为城市和年份的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0为常数项,α1为财政环保支出的

回归系数,α2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2.中介效应模型

为识别财政环保支出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机制,构建如下模型:

Medit=β0+β1Feeit+β2Xit+μi+θt+εit (2)

Cepit=γ0+γ1Feeit+γ2Medit+γ3Xit+μi+θt+εit (3)
其中,Medit表示机制变量;β0和γ0为常数项;β1表示财政环保支出对机制变量的效应,γ1表示控

制了机制变量之后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效应,γ2表示机制变量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效

应;β2和γ3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余项和式(1)相同。

3.空间杜宾模型

为检验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效应,构建如下模型:

Cepit=α0+ρWCepit+α1Feeit+φ1WFeeit+α2Xit+φ2WXit+μi+θt+εit (4)
其中,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φ1 和φ2 依次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系数。

W 为空间权重矩阵,具体包括:(1)空间邻接矩阵,其元素是指两城市直接接壤为1,反之为0;(2)地
理距离矩阵,以经纬度坐标计算的两个城市地理距离平方的倒数表示;(3)经济距离矩阵,由任意两个

城市实际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取倒数与地理距离矩阵元素相乘得到。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碳排放绩效(Cep),其在具体测算过程中需要设定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
投入方面,资本存量参照单豪杰的做法[23],估算2010年起始资本存量,并根据永续盘存法计算后续

年份资本存量;劳动力以各地级市年末从业人数衡量;能源消耗采用全年全市用电量表示。产出方

面,期望产出以实际GDP表示,非期望产出以二氧化碳排放量表示。

EBM模型不仅兼容投入前沿值与实际值的径向比例,还充分考虑各个投入或产出变量非径向部

分的差异。本文在超效率EBM模型的基础上,参考鲍鹏程等的做法[7],采用混合距离函数的序列参

比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SequentialMalmquist-Luenberger,SML)测算各城市碳排放绩效的跨年

变化,并以2010年为基期逐年累乘SML值得到考察期内各城市碳排放绩效。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财政环保支出(Fee),参照李子豪等的做法[15],采用节能环保支出占财政总

支出的百分比加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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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变量

参照刘秉镰等的研究[3],在回归模型中纳入如下控制变量:(1)人口密度(Dens),以自然对数的

每平方千米常住人口数量表示;(2)经济发展水平(Pgdp),以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表示;(3)对
外开放程度(Open),以汇率转换后的实际利用外资额占GDP的比重表示;(4)融资便利程度(Fin),
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5)基础设施建设(Road),以公路面积占地域面积之

比表示。

4.机制变量

基于上述分析,机制变量设置如下:一是绿色技术创新(Gti),采用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进

行衡量。二是数字经济发展(Dige),与赵涛等测度一致[24],选取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每百人移动电

话数、信息化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个指标,采用熵权法计算数字

经济发展指数。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使用的节能环保支出部分数

据通过各市统计局和财政局申请获得,现代城市的清代城墙面积数据来自王峤等的研究[25],其他数

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大学数字金

融研究中心。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报告了财政环保支出与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在控制城市和年份

固定效应时,只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第(2)~(6)列依次将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财政环保支出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明在考虑其他相关变量的可能影响后,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

论保持了较高的稳健性。至此,假设H1得到验证。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Cep
(1) (2) (3) (4) (5) (6)

Fee 0.114***
(0.029)

0.110***
(0.029)

0.114***
(0.028)

0.113***
(0.028)

0.110***
(0.028)

0.107***
(0.027)

Dens 0.170***
(0.057)

0.209***
(0.063)

0.210***
(0.064)

0.227***
(0.068)

0.110*
(0.066)

Pgdp 0.160***
(0.046)

0.164***
(0.046)

0.124***
(0.048)

0.149***
(0.050)

Open
-0.218
(0.422)

-0.214
(0.449)

-0.104
(0.424)

Fin -0.071***
(0.027)

-0.070***
(0.026)

Road 0.195**
(0.095)

常数项 0.738***
(0.073)

-0.220
(0.325)

-2.106***
(0.682)

-2.140***
(0.685)

-1.760**
(0.723)

-1.386**
(0.650)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382 0.391 0.402 0.403 0.415 0.440
N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处理

为避免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城市层面清代城墙面积作为财政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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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工具变量。由于该变量是截面数据,借鉴鲍鹏程等的思路[26],引入省级层面财政环保支出水

平赋予其时变特征,即各城市清代城墙面积与上一年全省财政环保支出的交互项作为最终使用的工

具变量(IV1)。该工具变量具有两方面优势:一方面,中国清代城墙在规划建造过程中,重视人居之

城与地域自然环境的巧妙结合,为现阶段生态环境保护贡献生态智慧,加之城墙内部区域是现代城市

发展的早期形态,城墙面积越大引发环保关注的可能性越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增加财政环保支出预

算,符合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清代城墙面积作为历史数据,其对当下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微乎

其微,并且上一年省级财政环保支出变动主要由全省财政条件决定,不会受到单个城市的碳排放绩效

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此外,鉴于历史上环保人力配置会影响样本期内环保资金预

算,使用2003年每百人环保类从业人数乘以上一年全省财政环保支出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IV2)①。

表2列示了两种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与财政环保支出之间为显著

正相关关系,表明清代城墙面积越大和环保类从业人数越多,城市财政环保支出力度越大。同时,

LM统计量和 WaldF统计量检验表明,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

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财政环保支出仍能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
表2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Fee
IV1 IV2

第二阶段:Cep
IV1 IV2

Fee 0.265***
(0.045)

0.148***
(0.056)

IV 0.144***
(0.017)

0.915***
(0.15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rkLM
统计量(P 值)

61.535
[0.000]

22.055
[0.000]

61.535
[0.000]

22.055
[0.000]

Kleibergen-PaaprkWald
F统计量

67.941
{16.38}

37.029
{16.38}

67.941
{16.38}

37.029
{16.38}

R2 0.415 0.418 0.384 0.368
N 3135 3135 3135 3135

  注:{}内数值为Stock-Yogo检验10%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基于非期望产出的EBM-GML模型,构
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SML模型重新测算城市碳排放绩效。(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上一年

财政环保支出替换当期财政环保支出。(3)调整研究样本:其一,剔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其二,对财

政环保支出和城市碳排放绩效两个核心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其三,将样本区间缩减为2011—

2019年。(4)控制省份与时间交互固定效应。以上回归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正文未列示稳健性检验

结果,备索),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增强基准结论的可信度。

(四)异质性分析

1.区位特征异质性

本文以秦岭—淮河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并对两个子样本依次进行回归,估
计结果见表3列(1)、列(2)。分组检验结果显示,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集

中在南方地区。主要原因在于:北方地区拥有大量大型工业企业,相较于农业和服务业会消耗更多的

化石能源,加之冬季大面积长时间供暖,从而产生较多的碳排放量;同时,北方经济增速放缓,安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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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保资金相对不足,使得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北方地区难以充分释放。

然而,南方地区面对经济低碳转型,地方政府着力打造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流

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企业在政府节能环保政策支持下,有序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和加快数字经济发

展,有效遏制碳排放量过快增长的态势,从而更好地发挥财政环保支出的环境正效应。

2.产业结构异质性

本文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再根据中位数将所有样本划分为

产业结构优化程度高(大于等于中位数)、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低(小于中位数)两组,估计结果见表3列

(3)和列(4)。可以看到,财政环保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高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明

显。主要原因在于: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准确把握绿色发展理念的要义,这不仅有利

于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还能引导节能环保资金向更高效率部门流动,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从而实现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相比之下,产业结构优化较低的城市,高耗

能产业转型至战略性新兴产业或生态环保类产业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财政环保支出短期内难

以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这使得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作用无法完全凸显。

3.财政透明度异质性

本文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开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使用2013—2021
年财政透明度的平均数衡量样本考察期内财政透明度,依据中位数将全样本划分为财政透明度高、低

两组,估计结果见表3第(5)和(6)列。分组检验结果表明,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受

所在城市财政透明度的制约,在财政透明度较高的城市,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效应

更显著。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财政透明度越高,当地财政状况更容易被社会各界监督,政府财政行为

将会受到更强的约束,财政收支预算的调整和执行会更加严格,更好地将节能环保资金用到环保领

域,更加有力改善城市碳排放绩效;反之,若财政透明度越低,地方政府有较高的概率出现软预算约束

和权力寻租腐败问题,致使财政环保支出没有发挥对城市碳排放绩效应有的积极作用。
表3 异质性估计结果I

地理区位

(1)南方 (2)北方

产业结构

(3)高 (4)低
财政透明度

(5)高 (6)低

Fee 0.198***
(0.031)

0.073
(0.057)

0.155***
(0.049)

0.045
(0.032)

0.164***
(0.050)

0.072
(0.0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477 0.466 0.410 0.614 0.488 0.426
N 1705 1430 1573 1562 1562 1573

  4.研发投入强度异质性

本文以研发内部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年度中位数为界限,将全样本划分为研发投入强度高、

低两组,依次进行回归。由表4第(1)和(2)列可知,财政环保支出的城市碳排放绩效提升效应在高研

发投入强度城市中更强。主要原因在于:高研发投入强度城市在众多技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知识,具有

较强的抵抗创新风险能力,能够率先将绿色技术应用于生产与生活,也会加快数字技术更新换代,此

时财政环保支出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进而对城市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与之不同,在研发投入

强度较低的城市,财政环保资金虽然能激励企业购买环保设备,但企业绿色创新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难以自主完成环保设备更新,不能快速实现清洁生产,从而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没有显著

影响。

5.政府环保注意力异质性

本文以环保词频占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总词频比重的年度中位数为界限,将样本划分为政府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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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注意力高、低两组,检验结果见表4列(3)和列(4)。不难看到,财政环保支出在政府环保注意力较

高的城市对碳排放绩效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环保注意力较高时,将会增强环保政

策执行力度,提高节能环保支出效率,加快辖区内企业开展减污降碳行动,从而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

碳排放绩效产生提升作用;政府环保注意力较低时,企业承受的环境监管压力较小,实施治理环境措

施的意愿较为薄弱,关注绿色创新信息不足,同时城市居民没有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使得财政环保支

出不能合理用于环境监测、能源开发等方面,进而财政环保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城市碳排放绩效。
表4 异质性估计结果Ⅱ

研发投入强度

(1)高 (2)低
政府环保注意力

(3)高 (4)低

Fee 0.146***
(0.053)

0.072
(0.166)

0.120***
(0.040)

0.099
(0.06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526 0.327 0.504 0.379
N 1573 1562 1573 1562

  (五)机制检验

前文证实了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本部分着重检验其作用机制。

根据前文模型设定,具体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第(1)~(3)列报告了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机制传导的

检验结果。由列(1)可知,财政环保支出估计系数为正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表明财政环保支出确实

有助于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列(2)中被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可以看到,财政环保支出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0.234,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环保支出能够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列

(3)报告了财政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引入回归方程后的估计结果,财政环保支出的系数值相

较于基准回归有所下降,绿色技术创新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财政环保支出可以

带动地区重视绿色技术创新并有序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进而对城市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即佐证

了假设 H2。

表5列(4)和列(5)呈现了以数字经济发展为机制传导的检验结果。其中,列(4)是被解释变量为

数字经济发展时式(2)的回归结果,财政环保支出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财政环保支出

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而列(5)显示在基准回归引入数字经济发展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数字经济

发展估计系数为1.282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此时财政

环保支出的系数小于基准回归系数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意味着存在财政环保支出→数字经济发展→
城市碳排放绩效的传导机制,即假设H3得到验证。综合表5来看,财政环保支出有效激励绿色技术

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
表5 机制检验结果

Cep Gti Cep Dige Cep
(1) (2) (3) (4) (5)

Fee 0.107***
(0.027)

0.234**
(0.118)

0.086***
(0.017)

0.003***
(0.001)

0.102***
(0.025)

Gti 0.087***
(0.028)

Dige 1.282***
(0.4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440 0.491 0.520 0.902 0.474
N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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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预先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遵循LM、LR、Wald和 Hausman检验等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标

准,最终确定使用时空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并将财政环保支出滞后一期纳入回归模型作为稳健性

检验,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见表6所示。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财政环保支出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

著为正,表明纳入空间因素时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存在。空间杜宾模型

估计结果显示,财政环保支出的空间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初步表明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

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考虑到点回归解释空间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有必要进一步揭

示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从溢出效应来分析,在不同的空间矩阵

情形下,财政环保支出的间接效应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财政环保支出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碳

排放绩效的提高,还会促进周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主要原因在于:财政环保资金可以支持环保

领域交流,会对周边城市碳排放绩效产生经济关联效应和示范效应,加强环保企业间的良性互动,传
播低碳知识,促进相邻城市及时学习优势地区低碳治理思路,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与劳动生产

率,从而改善周边城市碳排放绩效。特别地,2013年之后同级地方政府在环保考核上竞争愈发明显,

推动形成“为环保而竞争”的良性竞争,共同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由此,假设H4得到验证。

从空间集聚视角来看,在空间邻接衡量城市间关联时,ρ系数显著为正;在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

离衡量城市之间的空间互动关系时,ρ值估计结果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邻接城市为同省内城

市,省级政府搭建碳排放、碳减排监测体系,促进辖区内的企业参与碳市场交易,优化经济发展模式,

进而碳排放绩效溢出效应存在于邻接城市之间。与之不同,地方政府重视低碳转型发展,通过关停高

能耗、高排放和重污染企业来降低碳排放,这对距离过远城市的同类企业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资源

禀赋、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同类企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或现代服务业,

短期内溢出效应有限,导致城市碳排放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表6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财政环保支出当期

空间邻接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1) (2) (3)

财政环保支出滞后一期

空间邻接 地理距离 经济距离

(4) (5) (6)

ρ
0.077***
(0.025)

0.017
(0.036)

0.013
(0.033)

0.079***
(0.025)

0.019
(0.036)

0.014
(0.033)

Fee 0.095***
(0.031)

0.091***
(0.031)

0.090***
(0.031)

0.103***
(0.032)

0.098***
(0.032)

0.097***
(0.032)

W×Fee 0.031***
(0.009)

0.026**
(0.013)

0.021**
(0.010)

0.038***
(0.012)

0.032**
(0.016)

0.029**
(0.014)

直接效应 0.118***
(0.033)

0.107***
(0.033)

0.106***
(0.033)

0.121***
(0.035)

0.114***
(0.035)

0.113***
(0.035)

间接效应 0.044***
(0.008)

0.034**
(0.015)

0.025**
(0.010)

0.049***
(0.009)

0.041**
(0.019)

0.031**
(0.015)

总效应 0.162
(0.188)

0.141***
(0.050)

0.131***
(0.045)

0.170
(0.189)

0.155***
(0.052)

0.144***
(0.04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Log-Likelihood 3463.772 3473.716 3473.853 3485.970 3495.935 3497.554
R2 0.431 0.419 0.425 0.439 0.429 0.428
N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3135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285个城市数据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财

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其一,财政环保支出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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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其二,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环保支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效应在南方城市、产业结构优

化较高城市、财政透明度较高城市、研发投入强度较高城市和政府环保注意力较高城市中更加明显。

其三,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是财政环保支出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

的重要作用渠道。其四,空间分析表明,财政环保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的过程

中同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健全财政环保支出制度,助力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地方政府应着手建立与“双碳”目标相

匹配的绿色财政预算体系,围绕环境监测、污染防治和能源开发等方面持续加大财政环保支出,引导

社会资本加大对环保领域的支持力度,为经济低碳转型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综合运用专项支出、政

府采购、财政补贴等绿色财政支出方式,引导市场主体生产绿色产品和全社会绿色消费,实现发展和

减排的双赢。同时,中央政府选派南方省份干部前往北方任职,积极推广环境治理成功模式,优化北

方地区营商环境,并引导国家低碳转型资金加大对产业结构优化较低城市绿色产业的培植力度。对

于财政透明度较低城市,应主动利用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载体及时、准确和全面披露在法定范

围内的财政预算信息,以及强化财政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审计。对于研发投入强度较低城市,应

完善与企业研发投入相挂钩的正向激励机制,落实好研发支出税费减免政策,鼓励企业更大力度承担

环境领域的国家科技项目。对于政府环保注意力较低城市,政府部门应在碳排放问题上提高注意力,

及时听取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步完善“双碳”行动方案。

第二,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在财政环保支出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中的机制作

用。一方面,财政环保资金适度向绿色技术创新型企业倾斜,持续优化国家级创新基地布局,推动各

平台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构建跨学科、跨行业的创新联合体,形成多方长期联合

攻关的稳定机制。政府鼓励创新能力较弱企业引进并应用先进绿色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增强绿色产

品供给能力,助推“双碳”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加快建立和完善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支持数字

经济企业壮大以及数字经济示范场景打造,倡导数据要素应用于生产经营中的各个环节,提高企业生

产效率,同时通过数字化智慧手段在网络空间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建立碳减排数字台账,推动消

费端减排,实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碳排放绩效。

第三,突破城市行政边界限制,积极搭建区域协作体系。资源禀赋相近且地理位置邻近城市应突

破行政管辖边界,积极探索一体化的协调机制,以各地碳排放现状为基础投入环保资金搭建信息化基

础平台和数字底座,促进规范标准的生态环境数据共享,辅助跨区域协同治理,切实发挥财政环保支

出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针对碳排放绩效自身溢出仅存在于邻近城市,政府在制

定政策提升本地碳排放绩效时,还应该实时关注周边城市的就业、消费和生态环保等政策变动,立足

地区优势和环境治理能力,扎实推进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政策方面的区域联动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中

下游企业深度融合,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的产能过剩,从而助力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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